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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军事关系: 从准同盟到竞争对手?①

姚云竹

〔内容提要〕40 年前，地缘战略考虑和军事需求曾经是中美恢复外交关

系的重要考量。建交后，两国优先发展各项军事合作，包括高层互访、专业

对口交流和军事技术合作。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中国国内的政

治风波和两极国际格局的终结，导致两国关系下滑。其后，两军关系时走时

停，始终缺少实质性内容。中美军事利益的冲突集中反映在台湾问题、美国

主导的军事同盟针对中国的举措、双方军事力量态势的互动，以及新兴技术

发展中的军事竞争。但是，中美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有越来越多的

共同利益，在地区和全球多边机制中有不断增加的合作。未来发展中美军

事关系，应注意以管理分歧和防止危机为主线保持双边关系稳定，以推动共

同利益为主轴进行多边机制中的合作，以增信释疑为出发点缓解中国与美

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之间的对立。特别是在当前中美关系趋冷之际，发展军

事关系的首要任务，是强化危机管控机制，防止最坏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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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12 月 16 日( 华盛顿时间 12 月 15 日) ，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于 197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019 年，中美建交已经 40 周年。当我们回首中美两国军

事关系的历史时，不能忘记 40 年前，驱动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重要原始动力，是共同

的地缘战略考虑和一致的军事需求。中美建交后，军事领域曾经是两国政府高度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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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并致力于优先进行合作的领域。

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美国亚太同盟体制的强化及其亚太前沿兵力部署态势的

提升，随着中国军事战略目标的多元化和军事力量的海外拓展，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利

益碰撞面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美军事利益的冲突集中

在涉台问题上。而进入 21 世纪后，冲突范围逐渐扩展到东亚其他地区。这突出反映

了两国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地缘战略竞争关系，预示着两国在东亚陆海衔接地带发生

军事危机的风险不断升高。针对这一情况，中美都有预防和管理军事危机的强烈愿

望，并进行了实际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双方也越来越认识到，在东亚以

外的地区，在全球军事与安全事务中，中美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在多边框架中进

行军事合作的机会也日益增加。

一 中美军事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民众反战呼声

日益高涨，与苏联进行综合国力竞争的信心亦有所下降。而中国在深陷“文化大革

命”浩劫的同时，还要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严重安全威胁。中美在重要的历史时刻，

都认识到共同抵御苏联和维护亚太安全稳定，符合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1972 年，

中美双方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恢复了交往，军事合作是早期交往中颇具实质意义的

内容。例如，1976 年中国军方曾邀请一些美国专家来华走访和座谈，提供详细的军

事咨询。1977 年美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访华时，随行人员中有负

责空间与防御科学的副顾问本杰明·休伯曼( Benjamin Huberman) ，与中方的会谈包

括了军事合作的内容。同年，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弗兰克·普雷斯( Frank Press)

率领科技代表团访华时，随行人员中也有非常敏感的军事科技部门的代表，如宇航项

目的负责人。但是，在这一时期，美国还没有制定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的计划，而中

国强烈反对美国与台湾保持联盟关系，在台湾驻扎军队和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中美

的军事合作只能是初步的和试探性的。

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后，军事关系得到优先发展。1979 年美国参众两院代表团

分别访华，讨论了中国购买美国军事技术、美舰访华、情报合作等问题。1980 年两国

国防部长实现了互访，开启了其后十年积极和务实的军事合作。1983 年 9 月，美国

防部长温伯格( Caspar W． Weinberger) 访华，双方确定了以高层互访、专业对口交流

和军事技术合作为主要内容的交流框架。1981 至 1989 年，中国派出包括军委副主

席，国防部长，海、空军司令员等九个高级别代表团访美; 美国则派出包括国防部长、

副部长、助理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太平洋总部司令、军种参谋长等 15 个高级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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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访华。高层互访深化了对抗共同敌人的战略共识，为军事关系奠定了友好发展

的基调。两军之间的对口交流活动也频繁进行，包括军事院校交流、训练观摩、条令

理论研讨、军舰互访、军事设施参观等。对口交流促进了两军各层级的互相了解与信

任，促进了操作层面的合作。然而，军事合作的最大亮点是在军事技术领域: 美国国

会不断放宽对中国出口军品的限制，给予了中国相当于非北约盟国的友国待遇，中美

就军品采购、军事技术合作、技术转让等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包括“黑鹰”运输直升

机、反潜鱼雷，战术防空雷达通信器材等军事装备的采购，歼－8 战斗机电子设备的改

造等。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军事关系的发展具有起点高、进展快、内容实的特点，是

两国关系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中美军事合作的蜜月期在 1989 年的“政治风波”后戛然而止，随后出现的东欧

剧变和苏联解体，抽走了中美军事合作的基础。双方的军事交流全部停止，未完成的

军事技术合作项目被终止。美国还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国长期实施技术封锁和武器禁

运。2005 年，当欧盟讨论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时，美国通过一轮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

强力阻止了欧盟对华解禁的行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美军事关系不仅无法达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水平，而且成为双边关系中最脆弱、最波动、也是最缺少实质内容的关系。

如果中美总体关系可以用“时高时低”来形容，军事关系则只能用“时走时停”来描

述。中美两军关系时断时续，有不少时候处于完全停止交往的状态。造成关系停摆

的大多数涉及台湾，如 1992 年 9 月布什政府向台湾出售 150 架 F－16 战斗机，1995

和 1996 年两次台海危机，2008 年底小布什总统、2010 年和 2011 年奥巴马总统的对

台军售决定等。同时，突发事件也曾导致两军较长时间停止交往，典型的有 1999 年

5 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2001 年 4 月美国 EP－3 侦察机与中国歼－8 战斗

机在南海相撞等事件。其次，美军不断加大对中国进行抵近海空侦察的力度，不但严

重破坏军事互信，还大大提升了擦枪走火的概率。除 2001 年撞机事件外，还有 2009

年美海军的“无瑕号”( Impeccable) 、2010 年的“胜利号”、2013 年的“考彭斯”号，以

及 2018 年“迪凯特”号( Decatur) 等与中方执法船和军舰对峙的事件。此外。美国国

会通过相关法律限制美军与解放军进行交流，如《2000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0) 要求国防部审查与中国军队的交往情

况并评估利弊，就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交年度报告，禁止中美两军在 12 个领域进

行交流等。这些法律为两军交流合作设定了明确的底线，即任何交往都不能提升中

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从而大大限制了两军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当军事关系的持续低落影响到中美总体关系发展时，如何建立新型两军关系就

成为中美元首峰会中讨论的重要议题。2013 年中美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习

·11·中美军事关系: 从准同盟到竞争对手?



近平主席提出两军应当积极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2014

年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时，也曾积极评价两军交流取得的重要进展。2015 年中美

两国元首在华盛顿会晤时，再次重申了要促进持续性及实质性对话与沟通，进一步推

动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此后，在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三次正式会晤中，双方

也都强调了建立良好军事关系的重要性。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中美军事关系逐渐趋于稳定。这主要表现在: 尽管

中美在台湾、东海、南海和其他问题上有严重分歧，并时有危机发生，但双方始终保持

了军事关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极少出现军事交往全部停顿的情况。两国防务部门

和军队之间的机制化对话平台，如战略安全对话( 2017 年后升级为外交与安全对

话) 、国防部工作会晤( Defense Policy Coordination Talk，DPCT) 、国防部防务磋商

( Defense Consultation Talks，DCT) 、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等稳定运行，并新增加了战略

规划部门、军种和联合参谋部之间的对话，交流机制日益健全。

双方都认识到预防冲突和避免对抗符合共同的利益，并于 2014 年 11 月在构建

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签署了《关于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

通报信任措施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谅解备忘录》。

2015 年两国国防部又为两个备忘录新增了“军事危机通报”和“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

则”的附件，并同意就其他附件进行磋商。

两军之间的务实交流涵盖了军事教育、学术研究、军事医学、档案合作、海上搜

救、抢险救灾、反海盗、维和行动等内容，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努力探索新的合作形

式，每年规划的交流项目多达数十项。

此外，中美军队开始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联合国授权的亚丁湾护航、运送叙利

亚化学武器、抗击北非“埃博拉”病毒等任务中进行合作，显示了双方超越双边的利

益冲突，在亚太和全球为共同利益进行军事合作的潜力。

2017 年 12 月以来，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战

略与安全文件，其高官也不断发表讲话，将中国明确定义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和潜在

敌手，美国的对华政策转向了全面强硬。2018 年 3 月，美国政府开始以对抗姿态处

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使贸易摩擦很快上升为贸易战。贸易战不仅愈演愈烈，而且

很快超出了单纯的贸易问题，扩展到市场开放、企业政策、技术转让、金融政策、知识

产权保护等经济关系的方方面面，并进一步向地缘战略、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军事安

全、社会文化和人文交流等领域扩大。

对华强硬的政策趋势也反映在军事关系中。美国防部先是以中国在南海进行军

事化为名，取消了对中国海军参加 2018 年“环太平洋演习”的邀请。其后又针对中

国军队从俄罗斯采购武器装备，宣布制裁解放军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部长。美军

·21· 美国研究



还把更多的战略能力部署到中国周边，加强了联合军事演习对中国的指向性，强化了

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行动”，以更加强势的姿态挑衅中国的领土主权主张，压制中国

军队的影响力，安抚地区盟国和伙伴国的焦虑情绪。

尽管如此，两军领导人仍然保持了正常的互访活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于

2018 年 6 月正式访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也于 2018 年 11 月正式访问美国并出席

第二轮中美外交与安全对话。该对话的联合声明确定了双方将就建立两军《危机预

防沟通框架》保持沟通，这是继 2014 年《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

安全行为准则》两个备忘录后，中美军队致力于加强沟通、降低风险和避免冲突的又

一个重要努力。在两国关系迅速下滑之际，两军关系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

抗震性，努力发挥两国关系稳定器的作用。

纵观 40 多年来的中美军事关系，呈现出高开低走、有走有停、在低水平上逐渐趋

稳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反映出中美军事关系中确实存在的困难因素，同时也反映出

两军之间有不断增加的共同利益。

二 中美军事关系中的困难因素与共同利益

( 一)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军事关系中最大的痛点

20 个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同意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到期后不再续约、从台湾撤出

军队，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的前提下，中美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是在建交后，

美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 Taiwan Ｒelations Act，TＲA) ，继续保留了对台湾的某

种防务承诺。过去 40 年，中美关系的稳定不断受到美国对台出售武器装备，接受台

湾领导人访美，与台湾进行军事交往等事件的冲击。2018 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与台

湾交往法案”和《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等法律，主张提升美台官方关系，敦促政府加

强与台湾的军事合作并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等。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担心美国利用台

湾制造紧张与危机，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钳制中国的和平发展。而美国则担心

中国一旦下决心武力统一台湾，会使其面对或武力干涉或失信于盟国的选择。根据

2005 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分裂法》，中国军队担负着在必要时以非和

平手段实现祖国统一的任务。因此，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中，两国军队是潜在

的作战对手，都在为台湾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进行准备，包括发展军事能力，部署兵

力，训练部队和创新作战理论。由于存在中美因台湾兵戎相见的预期，中美军事关系

便有了难以消解的零和性质。

然而，中美都不想因为台湾而卷入军事冲突。从政治和外交上管理台湾，遏制

“台独”势力，符合双方的利益。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中美在遏制“台独”势力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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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曾达成一定默契。

( 二) 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制之间呈现出日趋紧张的地缘战略对峙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巩固亚太同盟和发展防务伙伴关系时，防范和压制中国的意

图越来越明显，防务合作的内容也明显针对中国。在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美国

几乎总是站在与中国对立的一边。钓鱼岛紧张事态发生之后，美国政府反复强调

《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在南海的领土争端中，美国指责中国断续线主张

“与国际法不符”，并借菲律宾诉中国的仲裁案裁决，谴责中国提出过分领土要求等。

近年美国在亚太地区重点发展防务关系的国家中，就有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印度、越

南等国。除在亚太并行发展 5 组双边同盟与诸多伙伴关系外，美国还推动盟国之间

以及盟国和伙伴国之间进行三边和多边军事合作，如建立美日韩之间的情报分享机

制，举行美日澳三国的 2+2+2 会议，在所谓美日印澳“四国机制”( the Quad) 中进行

政策协调和防务合作等。这些动作让中国认为美国试图建立一个针对自己的地缘战

略联盟，将中国排除在亚太安全与军事架构之外。这也使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军事联

盟之间，有越来越多的对抗性。

( 三) 中美海空力量在第一岛链内形成了竞争性共存的态势

中国军队现代化的重点长期放在发展海空力量上。随着能力的增强，中国军队

对周边安全事态有了更大的掌控能力，对领海、领空权益有了更强的维护能力，对实

现国家统一也有了更多的保障能力。实际上，中国军事能力的发展仅仅对其周边、特

别是东亚的力量对比产生影响。但在美国眼中，其长期奉行的前沿部署、全球投送的

军事战略和兵力布局，却受到了中国为保卫核心利益和领土主权权益而发展的海空

能力的挑战。特别是在第一岛链内，美国认为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所谓的“区域拒止 /

反介入”( AD /A2) 作战能力，而一旦其需要就台湾、钓鱼岛、朝鲜半岛和南海事态采

取军事行动时，中国的近中程导弹、海上、空中、水下、甚至太空和网络作战能力，都会

削弱美国为所欲为的能力。美国长期享有对所有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即不愿承认、

也很难容忍这种不利的力量对比变化，中国在第一岛链内联合作战能力的持续提升，

必然被美国视为严重的军事挑战。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海上维权行动和岛礁建设做

出过度反应，通过“自由航行行动”、与盟国的联合军事演训和海空侦察监视，强化了

针对中国的威慑态势。正是美国的政策和行动，推动了东海和南海争端的军事化。

这不仅损害了中美在战略层面的互信，而且增加了战术和技术操作层面发生事故和

危机的可能性。中美两军的频繁接触和摩擦，已经使双方在第一岛链内的竞争性军

事互动成为常态。

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都严重依赖于全球海上通道的安

全。在多元安全挑战不断出现的背景下，维护全球海上通道的畅通与安全应该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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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美海军的合作点。2008 年中国海军开始参加联合国授权的亚丁湾护航行动，

两国海军之间的合作有所增加。但是，总体上看，在全球海洋上进行合作的需求，尚

无法抵消美国对中国军力发展、特别是海军发展的猜疑和焦虑。

( 四) 战略领域的竞争预示着中美军事竞争的未来趋向

中美在核、网络、外层空间和人工智能( AI) 等战略领域构成竞争关系，同时也构

成生死与共的伙伴关系。中美都是核武器国家，既然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也就不

能排除跨过核门槛的风险。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外层空间、人工智能、网络和电磁

空间的争夺愈发激烈，中美两国战略力量的指挥与控制体系在危机与冲突中也将受

到考验。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以及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战略导弹核潜艇用途的

多样化，为管控核升级带来新的挑战。中国长期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

策，坚持保持“精干有效”的核威慑能力。美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东亚有步骤

地部署反导系统，削弱了中国的核报复打击能力。特朗普政府 2018 年 2 月发布的

《核态势审查》报告，表明美国将发展和部署低当量的战术核武器，并明确核武器可

以用于常规冲突，从而降低了核武器的使用门槛，扩大了核武器的使用范围。面对美

国核战略的调整，中国也不得不重新审视其核武库的规模与构成。最近一段时间，美

俄核裁军进程陷入困境，特朗普 2018 年 10 月 20 日以俄罗斯违反《苏联和美国消除

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简称《中导条约》) 为由，宣称打算退出该条约，并于

2019 年 2 月宣布启动退约程序。《中导条约》的失效会直接影响美俄 2021 年续签

《关于进一步消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 New STAＲT) 的意愿，导致国

际军控与裁军形势发生重大逆转，冲击全球的战略稳定和核不扩散机制，刺激地区与

全球的常规与核军备竞赛，而中美核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也将随之大幅度上升。

然而，中美在维护全球核不扩散机制与限制核武器的使用方面仍存在共同利益，

在维护战略稳定上保持了长期默契。稳定的核关系，在两国军事关系中发挥着慑止

战争，抑制冲突升级的重要作用。

美国通过制定网络战略和发展网络作战概念，设立网络战联合司令部，组建网络

战部队，已经把网络空间变成与海洋、陆地、天空和外层空间并列的第五战场。中国

军队为了适应军事技术变革，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也需要发展网络攻防作战能力。

网络空间成为影响中美军事关系的重要新兴领域。同时，中美的经济发展、政治稳

定、社会运行等都严重依赖网络空间的良好治理。在没有历史经验和既定行为规则

可循的情况下，中美有共同建立网络规则和管理网络秩序的合作空间，也有防止网络

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的共同利益。

中美都是太空大国，都具备外层空间的军事能力，军事力量的部署和军事行动的

实施也离不开外层空间技术和设施的保障。中国反对外层空间的武器化，而美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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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放弃自己在那里的军事优势和控制权，双方需要通过对话管控涉及外层空间的军

事竞争。同时，中美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仍具有共同利益。

此外，美国已经把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而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

呈现出异军突起的势头，军事中的广泛应用是可以预期的趋势。人工智能的军事应

用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战争的面貌，改变军事力量对比的要素，也改变人类约束

和管理战争的方式。与中美的网络关系相仿，双方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利用中，即

是竞争的对手，也是合作的伙伴。

中美在应对全球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加，都具有全球利益，也都

应该承担全球责任。两国军队在维护和平、抢险救灾、人道主义救援、海上搜救、应对

传染性疾病、非战斗人员撤离、维护核安保、核查和销毁大规模杀伤武器等诸多领域

有较大的合作潜力。此外，中美两国都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军事力量是反恐的

重要手段，中美两军也有必要就反恐进行合作。

三 中美军事关系的特点

军事关系有一些不同于中美其他关系的特点。

( 一) 中美两军互不依存、具有各自的独立性

军事领域与贸易、经济、外交和人文领域不一样，双方既不是相互依存，也没有全

球和地区架构中的互动，具有互相独立性。美国长期对中国进行武器禁运和军事技

术的封锁，中国不得不发展自己的国防工业，独立自主完成武器装备系统的配套发

展。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建有军事同盟体系，并通过发展防务伙伴形成联盟的外围

结构，这种亚太安全架构有针对中国崛起的明显意图。中国奉行结伴不结盟政策，更

多在较松散的多边框架内进行军事合作。两国在军事领域互不挂钩、互不依存、并行

发展的状态，降低了军事利益的契合，也使双方发展和维护军事关系的积极性不高，

投入较少。正因为如此，中美军事交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成本低而指标性强的

政策工具。如前文所述，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一旦双边关系中出

现危机事件，双方都会以中止军事交往作为危机回应手段，导致军事关系较长时间的

中断。

( 二) 中美两军互为潜在交战对手

中美两军长期面对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并都在为冲突进行军事准备，包括发展

武器装备能力、制定作战计划、进行训练演习、经营国际合作框架等。如果两支军队

都不得不把对方视为潜在交战对手，就很容易培养出敌视对方的军队文化，从而进一

步固化以对方为敌手的认知，增加互信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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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关系中较少的共同利益和较多的敌意，加之双方在中国周边越来越多的对

抗性接触和摩擦，使偶发事件难以避免，并有可能迅速升级为更严重的危机。但是，

双方都是核武器国家，任何规模的军事冲突都可能导致升级，并最终跨越核门槛。正

因为如此，军事关系再下滑，也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不能让危机事态持续升

级，不能让误解误判将中美两国带入大规模军事冲突，甚至带入核交锋。合理有效地

管控危机，符合双方的利益。近年来两军关系在预防和管理危机方面取得了最多成

果，今后发展军事关系的首要任务，仍是强化危机管控机制，防止最坏情况的发生。

( 三) 中美军事利益冲突集中于东亚濒海地带

中美军事利益的交集与冲突，大多发生在东亚濒海区域。中国安全利益集中在

周边，军事关切也在周边。中国从国土防御逐渐转型为周边防御态势，是为了应对周

边地区的安全挑战。美国实行全球战略，东亚是其军事关切的一部分。当中美军事

纷争被挤压在第一岛链内时，中国自然会认为美国在遏制自己的发展，美国也会认为

中国要把自己赶出西太平洋。随着中国利益向全球拓展，也随着解放军具备越来越

多的全球投送能力，中美有可能在更大的国际范围中寻找到利益共同点和军事合作

点，从而摆脱东亚的地缘战略桎梏，淡化中美两军关系中的对抗性。

( 四) 中美军事关系有望继续保持稳定

两军并行发展、互不依赖，军事合作中实质性内容不多，各自对对方也没有过高

的期望值。这反而使军事关系不会受到当前经贸脱钩等美国打压措施的冲击，也不

会因焦虑和失望使关系持续下滑。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基于危机管控的军事互动

反而会起到防止双方跌入全面对抗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美总体关系中的一

个稳定因素。

四 发展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军事关系

在过去 40 多年的时间里，中美军事关系高开低走，跌宕起伏。当前，在双边关系

下滑的总体态势下，军事关系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反而相对稳定。作为双边关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发展健康稳定的军事关系，始终是两国元首、政府和军队的努力方向。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两国元首曾就构建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

共赢”为核心内容的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同一时期，中美两军也为构建新型军

事关系，确立了“互信、合作、不冲突、可持续”等一些基本原则。2018 年 12 月 1 日，

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二十国峰会( G20) 期间举行会晤时，再

次强调了搞好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中美军事关系同样也需要保持协调、合作、稳定的基调，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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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

( 一) 以管理分歧和防止危机为主线处理双边军事关系

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避免突发事件造成总体关系走向

对抗，是经营军事关系的重中之重。首先，中美两军多年来逐步建立起来的多领域、

多层次的对话交流机制，对稳定军事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应根据形势发展，逐步设

立和完善防务部门与军队直属机构、战区司令部和军种之间的对话沟通机制。其次，

两军应就更广泛的议题进行对话交流，提高各自政策的可预测性，达到增信释疑的目

的。如就核政策与核战略、网络军事安全、外层空间安全、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应用

等战略议题进行对话，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政策思路。同时，要提高现有对话机制的交

流质量，更加重视对话内容而非形式。在对话中要坦诚清晰地阐述自己的战略意图，

客观理性地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 逐步增加军事能力和兵力部署的透明度，务实探讨

开展合作和管控分歧的可能性。再次，充分利用多边对话机制和国际论坛场合进行

双边对话，以便展示双方的合作姿态，降低亚太国家和全球对于中美关系走向对抗的

焦虑感。

( 二) 防范和控制突发事件为重点进行危机管控

各层级的安全和军事对话都应包括危机管控的内容。目前，国防部热线等联络

机制已经被赋予危机联络的职能，并制定了紧急情况时的使用程序，还可以考虑逐步

设立海空军及有关战区之间的热线，最终形成从上到下较完整的紧急联络机制。双

方要认真落实《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谅解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

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中的互信和危机预防措施，并为两个备忘录继续增加新内容。

( 三) 以共同利益为主轴推动多边机制及全球范围的军事合作

双方需要加强协调，寻找合作机会，为全球安全领域的治理、为非传统安全挑战

的应对共同努力。中美两国的军事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涵盖了亚太甚至全球范围。

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军事关系，需要跳出双边摩擦的桎梏，创设更多

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平台。这将是抑制和缓解双方分歧与摩擦的最佳途径。中美在打

击恐怖主义、加强核安保、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和、海上搜救、人道主义救

援、打击跨国犯罪、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拥有广泛的共

同利益和合作潜力。通过这些领域的合作，中美两军可以增加互信和培养合作的习

惯。其次，在传统安全领域，如维护全球航行自由、保卫海上通道安全、解决国际冲突

和帮助战后重建等方面，中美也有共同利益，也需要进行合作。实际上，中美在联合

国授权框架内共同参与的亚丁湾护航行动，已经为这类合作开了先河。即使是在竞

争日趋激烈的核、网络、外层空间和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中美之间也存在着共同利

益，双方应改变对抗式的互动，努力增加关系中的积极成分，努力就避免外层空间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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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化和建立“外层空间行为准则”，打击网络犯罪、开展网络反恐、维护网络秩序，就

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利用及规则建立等进行对话与合作。

( 四) 以增信释疑为出发点缓解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之间的对立

美国有必要推进亚太地区军事同盟的转型，增加同盟的包容性，减少排他性，并

在处理地区安全事务时，降低对军事手段的依赖。中国需要认识美国亚太军事同盟

的存在，是历史也是现实，要做好与之长期相处、妥善处理关系的准备。中美应探索

建立中国与美国主导的亚太军事同盟之间的对话机制，将增进了解，减少误解、误判，

管控危机与风险，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作为对话的主要内容。为逐渐增加互

信，中美应将更多信息纳入双方通报范围，如重大军事政策调整，美国与盟国的联合

军事演习，中国与别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等。双方还可考虑邀请对方观摩或参加与别

国联合举行的军事演习。

此外，中美同为“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东亚峰会”和“亚太经合组

织”等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成员，应共同参加多边安全与军事活动，推动形成中美都

能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亚太安全机制，从而增强中国与美国亚太同盟之间的互容性。

结 语

两千多年前孔子曾说自己“四十不惑”，也就是到了 40 岁时，成为一个“智者”，

不再为外界事物所迷惑了。然而，在中美建交 40 周年之际，我们看到的不是年届 40

的成熟和豁达，而是焦虑带来的怀疑，不满带来的哀怨，误解带来的愤慨，以及认知改

变后的负向互动。2018 年上半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不仅扩散到经济关系的全领

域，还在向地缘战略、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军事安全、社会文化和人文交流等各领域

蔓延，使双方都在重新审视对方，也使中美关系处于大变化的十字路口。

诚然，历史上很少有哪两个国家的关系如今天的中美关系这样复杂，世界上也很

少有“智者”需要面对管理中美关系这样的挑战。我们不能简单地用 2000 多年前修

昔底德笔下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陷阱”，来比拟中国和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处境，我

们也不能简单地用 20 多年前结束的美苏冷战，来预判中美关系的未来。中美关系太

复杂也太独特，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照搬; 中美关系的影响太重要太深远，没有任

何理由可以掉以轻心。处理中美军事关系，更是需要慎之又慎，因为这关系到中美两

国人民的福祉、亚太地区的稳定，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

姚云竹: 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少将、中国军事科学学会高级顾问

( 本文责任编辑: 魏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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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y years ago，based primarily on geostrategic calculations and mili-
tary necessity，China and the U．S．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the
early years after the rapprochement，military cooperation，including high-
level visits，extensive exchanges in all fields，and joint defense technology
projects was among the top priorities．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domestic political turmoil，combined with the end of the bipolar interna-
tional system led to a sharp downward spiral of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The military ties suffered from frequent suspensions and lack of substance．
Both sides were at odds on a number of issues: Taiwan，U．S．-led military
alliances and their containing moves against China，the interactive posture
in military power balances，and the military competition in emerging tech-
nologies． However，China and the U．S． increasingly share interests in cop-
ing with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and cooperating in multilateral re-
gional and global frameworks． To keep their military relations stable，the
two countries need to focus on managing differences and preventing crises，
promoting common interest by cooperating in multilateral mechanisms，and
reducing antagonism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led Asia-Pacific alli-
ances． At the present time when relations are worsening，high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enhancing “crises-control” regimes and preventing
worst-case scenarios．

Choosing Domestic Strategies and Locating
China-U．S． Ｒelations
Da Wei ( 20)……………………………………………………………

Domestic strategy has been a key factor in China-U．S． relations． In the
40 years after 1978，the adapt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domestic
strategies has ensured the establishment，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of bilat-


